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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对中小企业研发问题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很大关注，但却鲜有人

将小微企业这一概念从中小企业中分离出来，并对其研发问题进行单独研究。为丰富关于小

微企业研发问题的知识和认识，本文利用“我国小微企业动态发展数据库建设研究”调研活

动所得数据，对我国小微企业内部治理特点（两权合一程度、监督水平）与研发强度之间的

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引入政治关联水平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发现，第一，我国小微企业两权

合一程度和监督水平与其研发强度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第二，我国小微企业政治关联程度

负向调节上述关系。该结论为小微企业创新问题提供了以下参考，第一，小微企业并无必要

盲目引进现代经理人制度；第二，小微企业应及早做好监督制度建设工作；第三，小微企业

不应过分依靠政治关联所带来的现时好处。 

一、引言 

中小企业是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根据欧新黔（2006）的统计，截止到当年，我国

中小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技术创新数量以及新产品开发数量已分别占到了全国总数的

65%、75%和 80%。 

然而，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定义，根据所处行业的不同，中小企业的营业收入上限可

达 1亿至 8 亿元，雇员上限则可达 300 至 2000 人，这使得中小企业（即中型及中型以下企

业，包括小型和微型企业）在规模上存在着巨大的异质性。遗憾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以

往的文献并没有将中、小、微企业进行区分并加以研究。根据本研究的统计，在中国知网上，

分别以“中小企业”与“技术创新”以及“小微企业”与“技术创新”为篇名关键词进行检

索，前者得到 2631 条结果，后者则只有 28条。这充分说明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对于中

小企业内部的规模异质性特点认识还不充分。进一步的，以样本观之，以往文献或采用二手

数据法，或采用问卷法收集样本，前者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沪、深两市的中小板、创业板企业，

具有样本企业普遍体量较大的特点，陈晓红等（2008、2009）的研究皆属此例；后者则主要

以较小的地理范围中的企业作为问卷调查对象，其代表为郭研等（2011）对中关村中小企业

的研究和黄鲁成等（2014）对北京科技型小微企业的研究。可以看到，两种研究设计各有优

势与不足之处：前者能够兼顾不同发展程度地区企业的差异，却难以兼顾企业体量的差异；

后者能够兼顾不同规模的企业，却难以跨越单一地理范围的局限。因此，本研究认为，已有

研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以中型企业代表中、小、微企业，以发达地区中小企业代表全国中小

企业这两大问题。 

另外，纵看国内学者在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前人的研究多将技术

创新作为解释变量，即他们更倾向于研究技术创新对其他变量的影响。使用“中小企业”、

“技术创新”为篇名关键词进行检索，以被引用量前 20 名的文献为例，陈晓红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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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姚世斌（2010）等人不约而同的关注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而

在为数不多的将技术创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文献中，又多倾向于将外部环境因素作为解释变

量，依前法检索，杜占元等（1998）、张毅华等（2000）、杨爱杰（2004）等人又不约而同的

讨论了政府政策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问题的影响。总之，基于对国内经典文献的统计结果，

本研究认为我国学者对于由企业内部因素（特别是治理因素）引致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异质

性问题的研究尚不充分。 

综合以上两点对以往文献的分析，本研究将以问卷调查的方式，以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

小型与微型企业为研究对象，综合讨论其内部治理特征（主要是两权合一程度与监督水平特

点）以及政治关联水平两大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研发强度）的影响。 

二、理论与假设 

（一）小微企业定义与特点 

在进行理论演绎之前，本研究认为需对小微企业的定义进行说明，并藉此引申出其相对

于大型或中型企业的异质性。 

1.小微企业的定义。根据工信部的定义，不同行业中小微企业的标准不尽相同，但大体

可以从两个方面对小微企业进行刻画：其一为营业收入，其二为员工数量。 

在营业收入方面，以年计，农林牧渔业/零售业 500 万元以下的、信息传输业/房地产业

/物业管理业 1000 万以下的、工业 2000 万以下的、交通运输业 3000 万以下的、批发业 5000

万以下的、建筑业 6000 万以下的，为小微企业。 

在员工数量方面，批发业 20 人以下的、零售业 50 人以下的、信息传输业/租赁与商务

业/其他产业 100 人以下的、工业/交通运输业/物业管理业 300 人以下的，为小微企业。 

2.小微企业的特点。根据上述定义与我国小微企业实际情况，本研究认为我国小微企业

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小而有量。相比于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在体量上明显偏小，但

由于其仍有规模，因此其研发创新的意愿与能力仍不可忽视。第二，产业集中。根据本研究

的统计，在小微企业中，工业企业、餐饮企业无论在企业数量、雇员数量以及销售收入上都

在全部样本的前列，这两种企业对于创新的要求也较高（前者侧重专利等技术、后者侧重配

方等专有技术），这使得本研究的现实意义更加突出。 

（二）两权合一程度与研发强度 

研发能力和研发意愿是企业研发强度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而在小微企业中，其研发意

愿又与企业两权合一（所有权与管理权的统一）的程度密切相关，其理论依据如下： 

1.资源基础观理论。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具有某些有形或无形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

形成企业独特的竞争力，企业必须保护这些资源以维持生存，并合理的利用它们，以实现发

展。而这对于小微企业而言尤为关键（Terziovski M，2010）。从技术创新的类型上看，中

国小微企业主要以改进创新和模仿创新为主（文罡，1999），这意味着企业在研发的过程中

必须要先行投资一定数量的已有的创新成果。因而，小微企业在进行研发决策时，就会面临

或然性的研发成功带来的好处与或然性的自有技术泄露导致的特殊资源损失之间的权衡。为

尽量减少后者所致之损失，小微企业所有人会尽量保证关键管理职位掌握在“自己人”手中，

因此，两权合一就成为了中国小微企业保护特殊技术资源的一种有效方式。 



2.代理理论。代理理论认为，基于经济人假设，委托-代理双方在效用函数、风险倾向

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委托-代理双方产生冲突，形成了代理成本。例如，

出于职业安全的考虑，代理人被认为是风险厌恶且具短期倾向的，其对具有风险承担、长期

指向的研发行为也被认为是不够热心的。显然，在上述逻辑下，两权分离程度越大，为解决

这一问题所付出的监督、激励成本也就越大，而两权合一则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这一问题。

Qiang Liang 等（2012）、Suk Bong Choi 等（2012）以家族企业为样本所做的研究都支持了

这一逻辑。 

3.高阶理论。高阶理论认为企业高层领导者的个人特征与企业绩效有着密切的联系。其

中，创始人——较之继承者——被认为对企业绩效有着更加正面的影响。例如，Daily 等

（1992）认为，对于小企业而言，创始人直接管理企业比聘用职业经理人更利于提高财务绩

效；贺小刚等（2011、2013）也认为创始人离任会对企业绩效造成负面影响。本研究中，由

于 85%以上的样本企业存在时间都短于 10 年，其创始人掌舵的可能性相对就比较高，这为

两权合一的企业治理结构提供了胜任力基础。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得出了假设一。 

假设一：小微企业所有权与管理权结合程度对其研发强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监督水平与研发强度 

然而，为了进一步的发展，小微企业可能会放弃两权合一的治理结构而引进外部方参与

企业研发活动。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首先，小微企业囿于其规模的限制，不太可能雇佣

一整个研发团队，因而无力独立进行一整套的研发活动。此时，根据社会网络理论，企业会

倾向于任用具有高社会资本的职业经理人，以图利用其社会资本，与其他企业产生协同效应。

Nambisan S（2011）等的研究就证明了职业经理人拥有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研发的积极作用。

其次，根据胜任力理论，随着经营环境的变化，掌握企业所有权的家族不一定能够推举出与

企业现阶段情况相匹配的家族经营者，特别是研发主管者（Qiang Liang 等，2012）。此时，

家族会面临一种权衡，权衡的一方是任用职业经理人所致的企业控制权的或然减弱进而导致

的或有的社会情感财富损失，而另一方则是任用不称职家族成员导致或然性的企业经营不善

进而导致社会情感财富的必然损失。这种权衡的结果，有可能使企业做出任用外部职业经理

人的决定。 

代理理论认为，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而代理人则是风险厌恶的。同时，代理人是寻租

的，存在着“损企利己”的倾向。在研发活动中，这种倾向可能体现为代理人因为其经济收

入与短期绩效息息相关，而倾向于将有限的资金投在可以立即见效的活动中去，此消彼长，

企业的研发活动就会面临投资不足的局面。 

同时，根据该理论的解释，有效地监督可以尽可能的减少代理成本。例如，代理理论的

泰斗 Eisenhardt（1989）就曾指出：“当委托人拥有关于代理人行为的足够信息，代理人就

更可能与委托人保持一致利益。”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得出了假设二。 

假设二：小微企业内部监督水平对其研发强度有显著地正向影响。 

（四）小微企业政治关联水平的调节作用 

政治关联对于企业创新的作用，一直有着正反两个逻辑链。 

支持政治关联对企业的研发活动产生正面影响的学者们认为，企业的政治关联可能使得



企业在融资便利性、政策支持与保护程度、资源获取难以程度等方面获得优势，进而有动机

加大研发强度，其具体逻辑如下：1.从融资便利性的角度看，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可能获得

银行的支持，进而获得更多、更长期、更低息的贷款（余明桂等，2008）；2.从政策支持程

度的角度看，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使企业得到税收减免等优惠（Bloom 等，2002），这

一点在税项较多的地区尤为明显（吴文锋等，2009）；3.从政策保护程度的角度看，对于有

政治关联的企业，其研发成果的产权保护更容易得到深度落实，从而消除企业的研发顾虑

（Zhou 等，2013）；4.从资源获取难易程度的角度看，与政府拥有良好关系的企业更可能被

介绍与政府所属的科研机构建立合作，从而获取更经济的技术支持。上述逻辑所致的企业优

势，都可以被视为企业的特殊资源，从而增加企业单位研发投资的边际收益，进而增强企业

追加投资的动机。 

然而，另一派学者也有着严密的逻辑以支持相反的观点，其逻辑主要有以下几点：1.

企业通过政策支持获得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某些特定行业进入壁垒的降低上，一些企业得以有

机会投资另一些企业无法涉及的、可以短期获利的“短、平、快”行业（罗明新等，2013），

这使得企业从事风险承担性的、长期性的研发活动的动机降低；2.在新兴经济体国家，政治

关联导致企业更容易获取政府以鼓励创新为目的而发放的津贴，但由于企业的政治关联水平

与研发基础并无直接关系，导致一些企业虽得到津贴却仍然没有能力有效开展研发活动，致

使津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逯东等，2012）；3.获得政治关联优势本身也需要企业付出许

多成本，这就使得企业通过政治关联获得的政策、融资等方面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

变得“得不偿失”。 

综合上述逻辑，再结合我国小微企业的特点，本文做出以下分析：小微企业由于规模较

小，其竞争优势相对而言也是单一且单薄的。对那些有政治关联的中小企业而言，政治关联

可能是其得以存在的唯一竞争优势。因此，即使这些企业能够获得创新所需的资金支持与产

权保护，但较之较大型的企业，由于它们的优势并不在于研发能力，其由研发活动获利的可

能性仍要低于前者，导致其加大研发强度的动机减少。同时，对于这些企业而言，根据比较

优势原理，它们也就更倾向于“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政治关联的比较优势，更加热衷于将

有限的资金用于投资“一本万利”的“短、平、快”项目，其进行研发活动的能力也就相对

下降。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得出了假设三和假设四。 

假设三：小微企业两权合一程度对其研发强度的影响，受企业政治关联强度的负向调节。 

假设四：小微企业内部监督水平对其研发强度的影响，受企业政治关联强度的负向调节。 

二、实证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 

2013 年夏，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课题《我国小微企业动态发展数据库建设研

究》的资助下，本研究开展了为期 40 天的集中调研活动。以各地小微企业主要负责人为调

查对象，本研究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本次调查涉及全国 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6 个行业的 936 家小微企业，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剔除不符合本次研究要求的样本后，得

到有效样本 744 份。本研究所涉及样本的地区、行业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                     样本的地区分布 

省份 数量 百分比（%） 省份 数量 百分比（%） 

广东 148 19.88% 甘肃 23 3.03% 

天津 118 15.85% 湖南 14 1.87% 

云南 99 13.26% 贵州 10 1.30% 

山西 72 9.65% 内蒙古 6 0.81% 

山东 56 7.49% 重庆 4 0.58% 

四川 50 6.77% 福建 2 0.29% 

浙江 37 5.04% 北京 2 0.29% 

新疆 35 4.76% 海南 2 0.21% 

江苏 34 4.61% 辽宁 1 0.14% 

河北 30 4.03% 湖北 1 0.14% 

表 2                  样本的行业分布 

行业 数量 百分比（%） 行业 数量 百分比（%） 

农林牧副渔

业 
24 3.16% 餐饮业 53 7.18% 

工业 160 21.55% 信息传输业 13 1.72% 

建筑业 22 3.02%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 
28 3.74% 

批发业 68 9.20% 
房地产开发

经营 
15 2.01% 

零售业 166 22.27% 物业管理 9 1.15% 

交通运输业 11 1.44% 
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 
16 2.16% 

仓储业 3 0.43% 其他 151 20.25% 

住宿业 5 0.72%    

（二）变量测量 

1.被解释变量——研发强度 

根据国内外通行的做法，研发强度（R&D Intensity）的衡量方法主要有研发投入/总资

产、研发投入/企业市值、研发投入/当期销售收入三种，由于本文研究的对象是我国的小微

企业，由于小微企业对总资产和市值的估计不甚准确，前两种方法显然难以使用。故本文采

用研发投入/当期销售收入指标，以 Likert 五点量表为手段（下同），对研发强度进行衡量。 

2.解释变量——两权合一程度、监督水平、政治关联水平 

本研究使用“老板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参与程度”这一问题对所有权与管理权统一的程

度（两权合一程度，Connec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COC）进行衡量。在 Likert

五点量表中，1为“都管”，5为“很少管”，2—4 为过渡选项，我们将该问题数值倒置以与

其他问题匹配。 

本研究使用“制衡机制的有效性”、“控制制度的完善性”、“监督机制的有效性”这三个

问题的平均值对企业监督水平（Monitoring）进行衡量。在 Likert 五点量表中，1 为“很



差/很不完善/很差”，5为“很好/很完善/很好”2—4为过渡选项。 

本研究使用“与政府关系紧密程度”对企业政治关联水平（Political Connection）进

行衡量。在 Likert 五点量表中，1为“很疏远”，5为“很密切”，2—4为过渡选项。 

3.控制变量 

根据前人经验，本文选取“企业员工数（Number of Employee）”、“产业类型(Industry)”、

“资产规模(Asset)”、“企业家受教育程度(Owner’s Education)”四个变量为控制变量。 

（三）模型设计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为了更好地反应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调节变量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对明显不

符合客观情况的问卷进行了剔除，并对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报告如下： 

表 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R&D Intensity 

COC 

Monitoring 

Political Connection 

Number of Employee 

Industry 

Asset 

Owner’s Education 

744 

744 

744 

744 

744 

744 

744 

744 

2.13 

4.25 

3.17 

2.79 

1.96 

—— 

1.93 

3.59 

2.00 

4.00 

3.00 

1.48 

3.00 

—— 

3.59 

3.00 

1.18 

0.90 

0.60 

1.26 

1.12 

—— 

1.41 

0.83 

从上表所示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到：1.在以 Likert 五点量表计量的以上变量中，企

业员工数、资产规模两变量均值明显小于 3，可以看出小微企业“小”的特点；2.两权合一

程度在均值与中位数两个指标上都很高，体现了小微企业在经营上以创始人直接经营为主的

特点，印证了前面的假设；3.所有者教育程度已经相对较高，说明当代创业者较之老一代已

经在知识水平上有了很大进步，但这种知识上的进步并没有使得企业研发强度有与之相匹配

两权统一程度 

监督水平 

政治参与程度 

研发强度 



的提升，这个问题说明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了企业的研发决策，而本文验证的两个因素正在其

列。 

（二）变量相关性检验 

在验证上文所述主效应之前，本研究首先计算了各变量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见表 4。

可以看到，1.R&D Intensity 与 COC、Monitoring 间在 95%水平上正相关，为假设一、假设

二的逻辑提供了初步的支持；2.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0.5（最高为 0.309），表明本

研究各变量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问题。 

表 4                Pearson 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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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注 2：Y1=R&D Intensity，X1=COC，X2= Monitoring，M=Political Connection，Z1=Number of Employee，

Z2=Industry，Z3=Asset，Z4=Owner’s Education。 

（三）多元回归分析 

本段使用 SPSS17.0 软件，依次将控制变量（模型一）、解释变量（模型二）、交互项（模

型三）代入，进行三步逐层回归，所得结果见表 5。可以看到：1.小微企业两权合一程度与

企业研发强度在 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其两权合一程度越高，其研发强度也相对越高，

假设一得证；2.小微企业监督水平与企业研发强度在 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其监督水

平越高，其研发强度也相对越高，假设二得证；3.小微企业两权合一程度/政治关联水平之

交互项与企业研发强度在 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其政治关联水平越高，其两权合一程

度对研发强度的正面影响减弱，假设三得证；4.小微企业监督水平/政治关联水平与企业研

发强度在 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其政治关联水平越高，其监督水平对研发强度的正面

影响减弱，假设四得证。 

表 5        小微企业治理结构与研发强度的关系检验 

被解释变量=R&D intensity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控制变量 

Z1 

Z2 

Z3 

Z4 

解释变量 

X1 

X2 

M 

交互项 

X1*M 

X2*M 

 

0.182*** 

-0.154*** 

0.246*** 

0.018* 

 

 

 

 

 

0.125*** 

-0.126*** 

0.246*** 

0.040** 

 

0.139*** 

0.357*** 

-0.164*** 

 

0.120*** 

-0.128*** 

0.202*** 

0.040** 

 

0.388*** 

0.698*** 

0.407** 

 

-0.095** 

-0.127** 

注 1：***、**、*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注 2：Y1=R&D Intensity，X1=COC，X2= Monitoring，M=Political Connection，Z1=Number of Employee，

Z2=Industry，Z3=Asset，Z4=Owner’s Education。 

 



四、结论 

根据以上实证分析的结果，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小微企业内部治理特征显著地

影响着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当企业所有者参与经营的程度，即两权合一的程度越高，其创

新意愿——体现为研发强度——就越高。其次，当企业决定引进职业经理人或其他外部方参

与企业研发活动后，其监督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研发强度，也就是说，只有当企业有了

规范、严整的现代企业制度后，引进职业经理人才能够提高企业的研发强度。最后，在我国

仍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大背景下，政治关联水平越高，可能越不利于企业的研发活动，这可

能是因为企业自恃有了“政治靠山”而认为可以获得更容易盈利的途径，进而放松了企业的

研发活动。 

结合以上结论，本研究给出如下建议：首先，对于尚不成规模的小微企业，不可不加分

辨的盲从“现代企业制度”而忽视了自身的种种特点。在企业规模尚小时，企业所有人亲自

经营也许会更有利于创新活动，这对那些以创新为要的工业（特别是高科技工业）企业尤其

有借鉴价值。第二，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小微企业应该抓住时机，果断建立符合企业

实际情况的治理结构（尤其是监督制度），以免在将要引入外部方共同进行创新活动时患得

患失、举棋不定。第三，小微企业应认识到中国特色的政治关联优势，是我国处于新兴经济

体状态下而带来的特殊、暂时的产物，企业可籍得一时，不可籍得一世，因此，对于那些有

志于做大、做强、做长的企业家们，应该未雨绸缪，增强创新意识与研发力度，以免日后反

处下风。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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